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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我国研究生教育规模的扩大,女性在校研究生数量和占比较十年前大幅增长,“高学历阻碍女性

婚姻”等刻板印象与负面舆论仍亦见不鲜。本研究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23年数据,运用倾向得

分匹配法,探究研究生学历对女性是否结婚、初婚年龄、配偶工资以及生活幸福感的影响。结果发现,研究生

学历既未显著推迟女性初婚年龄,也未显著降低其结婚概率;同时,拥有研究生学历的女性,配偶工资显著更

高,婚后生活幸福感也显著更高。这一结果有力回应了婚姻市场对高学历女性的偏见,并验证了女性的人力

资本投入能够带来明显的非货币化收益。社会应营造更宽松友好的舆论环境,鼓励女性进行高层次人力资

本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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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研究生教育处于国民教育体系的顶端,其规模

与质量反映着一个国家高端、创新型人力资本的储

备水平[1]。进入21世纪,尤其是近十年来,我国研

究生教育在规模扩张和培养质量上均取得重大成

就[2],研究生群体的性别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
据教育部统计,我国研究生在校女生人数由2000年

的10.05万人增长至2024年的204.81万人,占比

由33.35%提升至50.01%(图1);2016年女生占比

首次超 过 男 生,2022年 硕 士 在 校 女 生 占 比 达

52.89%(图2),女性已成为研究生群体(尤其是硕

士群体)的绝对主力。2022年,我国博士研究生在

校女生人数达到23.30万人,占比41.91%(图3),
发展迅速。这一被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称为“沉默的革命”的女性人力资本扩张,不
仅重塑了劳动力市场,也对传统婚姻市场和家庭结

构产生了深远影响[3]。在此背景下,探究研究生教

育对女性婚姻的结构性影响,成为亟待厘清的核心

议题。
一方面,社会舆论普遍认为高学历对女性婚姻形

成负面冲击。我国内地登记结婚对数从2013年的

1346.93万对的峰值总体下降至2024年的610.56万

对,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不断推迟,由2010年的24岁

延后至2020年的27.95岁[4](图4所示)。在一线城

市,女性初婚年龄相较全国平均水平更大,2025年上

海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为29.1岁,已逼近30岁①。
依据贝克尔的婚姻经济学理论,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

升会增加其劳动力市场的预期收益,增强其经济独立

性,降低其通过婚姻获取经济支持的必要性,使婚姻

的边际收益递减[5]。加之东亚社会的梯度择偶观念



影响,使处于学历金字塔顶端的女性研究生面临较强

的婚姻挤压[6],女性学历越高,可向下兼容的潜在伴

侣越少,客观上增加了单身或延迟结婚的概率,这一

现象在舆论中常被称“高学历剩女”问题[7]。婚姻是

建立家庭、繁衍后代的重要起点,初婚年龄的持续推

迟对我国人口的规模与质量都有很大影响。

图1 2000—2024年全国研究生在校女生人数及占比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图2 2000—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在校女生人数及占比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图3 2000—2022年全国博士研究生在校女生人数及占比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图4 2010—2020年全国女性初婚年龄

(数据来源:《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

另一方面,简单地将高学历与婚姻困境画等号,
忽视了研究生教育对婚姻质量与匹配模式的促进作

用。按照人力资本理论,教育能带来广泛的非货币

化收益,包括提高家庭和谐度等[8];受教育程度越高

的女性更可能找到素质更高的配偶,并获得更稳定

的婚姻[9]。奥本海默(Oppenheimer)在修正贝克尔

理论时指出,高学历女性延迟结婚是确定职业选择

前的理性等待而非婚姻意愿的丧失,她们并非抗拒

婚姻,而是在寻找更匹配的伴侣[10]。据此,本研究

利用全国代表性微观数据,聚焦女性研究生群体,系
统检验研究生教育对女性婚姻缔结(结婚概率与时

机)、婚姻匹配(配偶收入)以及婚姻质量(生活幸福

感)的综合影响,以厘清高学历女性在婚姻市场中的

真实处境,并为低生育率背景下支持高学历女性平

衡工作与家庭的公共政策制定提供依据。

二、文献综述

国内外关于女性受教育程度与婚姻关系的研

究,主要集中在结婚概率、初婚年龄、配偶匹配与婚

姻结果四个方面。
(一)女性受教育程度与结婚概率

学界对此众说纷纭。一部分研究认为高等教育

对女性结婚存在负向影响:基于人口普查与城市调

查数据的相关研究表明,高等教育扩招与结婚率负

相关,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更倾向选择单身[11]。另

一部分研究则认为高等教育并不降低、甚至可能提

高女性进入婚姻的概率。根据婚姻寻找理论,现代

社会中女性的经济能力在婚姻形成中的作用日益重

要,拥有经济实力的女性进入婚姻的可能性更

大[12]。国内基于合成控制法的相关研究发现,高校

扩招提高了结婚率,对女性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并提

高了婚姻市场的匹配效率[13]。在美国,越来越多女

性大学毕业生选择结婚,受教育程度高的女性虽较晚

进入初婚,但其结婚概率反而更高,体现为婚姻推迟

而非放弃[14]。还有研究发现,研究生学历女性的终

身不婚率并未超过低学历女性,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女

性在婚姻市场中愈发具有竞争力[15];剔除求学造成

的自然推迟,高等教育显著缩短了毕业至初婚的时

间,促进个体更快进入婚姻[16]。此外,有学者发现在

美国与瑞典,女性较高的经济地位反而促进其进入婚

姻[17];在美国,高等教育带来的高收入使女性进入婚

姻的概率增加,相较于受教育年限较短的女性,拥有

大学学历女性的结婚率与再婚率均更高[18]。
(二)女性受教育程度与初婚年龄

多数研究的结论是高等教育会推迟初婚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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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研究发现,接受高等教育意味着更长的在校时

间,客观上推迟了女性的初婚时间[19]。国内情况与

此类似,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的研究

发现,城乡高学历女性的结婚意愿并未降低,但其结

婚年龄被推迟[20]。基于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的研

究进一步显示,受教育年限的增加显著推迟初婚年

龄[21]。国内采用IV-Tobit模型开展的研究结果同

样表明,上大学会在一定程度上推迟女性的初婚年

龄[22]。还有研究认为,女性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
推动了自身社会地位的提升,其婚育观念随之改变,
从而推迟了进入婚姻的时间[23]。不过,我国高等教

育虽使女性更有耐心寻找合适对象,但30岁之前结

婚仍是相当普遍的选择[24]。
(三)女性受教育程度与配偶匹配

该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婚姻同质匹配及其对

婚姻质量的影响方面。根据婚姻阶层假说,男女均

偏好选择同阶层的异性[25];当男性数量减少时,女
性会更多地向下寻找配偶,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导

致法国男性数量减少,高阶层女性不得不嫁给低阶

层男性[26]。基于全国抽样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
1978至2018年我国学历婚配同质率呈倒 U型,
2010年后有所下降[27];传统梯度婚正在减少,而高

学历同质婚和女性向下婚增多[28]。研究还显示,夫
妻教育匹配程度的提高有助于改善婚姻质量、促进

关系和谐稳定[29]。从更长时段来看,1960年以来

美国教育同质婚总体呈上升趋势,高学历群体内部

通婚现象日益普遍[30]。同时,原生家庭背景通过教

育获得间接影响子女的婚姻匹配,家庭社会经济地

位在学历婚配中具有持续作用[31]。
(四)女性受教育程度与婚姻结果

受教育程度也影响女性的婚姻结果。受教育水

平较高者可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更自主地支配资

源,从而提升主观幸福感[32]。婚姻稳定性同样受其

影响:美国的研究发现,最高与最低教育程度人群的

五年婚姻解体率差异由2000至2004年的12%扩

大到2014年的23%,仅大学毕业群体的解体率在

下降[33]。国内研究得出类似结论,高等教育女性的

婚姻推迟并不代表嫁得不好[34]。不过也有学者认

为,受教育越多的女性经济独立性更强,在家庭中更

易占据主导地位,使丈夫的家庭权力下降,这可能对

婚姻关系产生负面影响[35]。需要指出的是,在影响

个体总体幸福感的诸多生活领域中,婚姻质量的贡

献尤为突出,这一点已被大量实证研究证实[36]。与

此相关,高学历女性更均衡地分担家务,也有助于提

升婚姻质量与稳定性[37]。
(五)文献评述

现有研究大多集中在女性受教育程度对其婚姻

概率、结婚年龄以及婚姻匹配关系等方面的影响,对
于受教育程度作用于婚姻结果的研究仍然较少。此

外,现有研究未对高等教育中的本科教育和研究生

教育作出明确区分,因此缺乏研究生教育对女性婚

姻影响的研究。随着研究生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
需要专门对研究生群体进行相关研究。同时,随着

社会经济的发展,影响女性婚姻缔结和婚姻结果的

因素更加复杂,现有研究没有充分考虑受教育程度

影响女性婚姻的自选择偏差等内生性问题。
研究生教育作为女性人力资本积累的最高形

态,其对婚姻的影响绝非单一维度的“好”与“坏”,而
是包含了从婚前时机到婚后结果的复杂机制。因

此,本研究聚焦于研究生教育,探究其对女性从婚姻

缔结到婚姻结果的多维度影响。与已有文献相比,
本研究的边际贡献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在样本设

计上将比较基准严格限定在高等教育内部,剔除高

中及以下学历样本,避免了女性研究生晚婚与农村

女性早婚直接对比所产生的伪相关问题;其二,明确

区分本科教育与研究生教育这两个高等教育内部阶

段,填补了既有研究普遍未作阶段划分的空白;其
三,借助倾向得分匹配系统处理自选择偏差这一长

期困扰相关研究的内生性难题,使估计结果更接近

研究生教育对女性婚姻的真实净效应。

三、研究设计

(一)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研究生教育对女性婚姻状况的影响并非单一维

度的线性关系,而是通过经济效益、社会交往效益与

非市场回报等多种路径发挥作用。本研究基于三大

理论机制构建假设。
其一为婚姻职业进入理论。传统婚姻经济学家

认为,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会降低其对婚姻的经济

依赖,从而推迟婚姻[5]。这一独立效应在贝克尔早

期提出的婚姻匹配理论中已有系统阐述[38]。奥本

海默对此作出修正,指出经济因素对女性进入婚姻

具有重要作用,现代社会中女性在婚姻市场上的核

心竞争力已从家庭背景与外貌转向职业前景与经济

社会地位[12]。攻读研究生拉长了女性在校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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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寻的时间,使其完成职业进入、具备进入高质量婚

姻所需经济基础的时间相应延后;但研究生教育赋

予女性更高的劳动力市场价值,使其能够抵御经济

波动,最终促成更稳固的婚姻组合[39]。因此,研究

生教育更多是改变了女性结婚的时间轨迹,而非剥

夺其进入婚姻的意愿与概率。据此提出:
假设1(H1):控制年龄等因素后,研究生教育

对女性最终结婚概率没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假设2(H2):研究生教育对女性初婚年龄具有

显著的推迟作用。
其二为同类匹配理论,即在信息不对称的婚姻

市场中,个体倾向于选择在教育、地位、价值观等方

面与自身相似的伴侣[40]。在双薪家庭模式逐渐取

代传统“男主外、女主内”分工的背景下,婚姻收益越

来越依赖夫妻双方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联合产出,配
偶的经济禀赋随之变得更为关键。研究生学历是高

人力资本与社会地位的强信号,赋予女性更强的婚

姻议价能力;为规避地位下调带来的心理落差与家庭

资源稀释,女性研究生往往设定更高的择偶门槛,倾
向于在同等甚至更高学历的群体中完成同质匹配。
由于男性的教育水平与其劳动力市场回报高度正相

关,这种教育层面的同质匹配最终会把女性自身的学

历跃升转化为家庭层面的经济收益,使其配偶在社会

地位与绝对收入上显著高于非研究生女性的配偶。
据此提出:

假设3(H3):获得研究生学历的女性,其配偶

的收入显著更高。
其三为人力资本的非市场回报机制。教育的溢

出效应不仅体现在工资溢价上,更体现在家庭等非

市场领域的产出效率中[8,41]。研究生阶段的学术训

练提升了女性的沟通技巧、共情能力与理性思维,能
够降低婚姻内耗;高学历带来的家庭经济资源也缓

冲了由物质匮乏引发的婚姻矛盾。这种物质与精神

的双重保障,为高质量婚姻提供了核心支撑。从生

命历程的稳定性来看,女性就业与人力资本水平的

上升正在重塑工业社会家庭的运行方式,使建立在

双方经济独立基础上的婚姻更具韧性[42]。高学历

女性往往能够推动夫妻建立更为公平的家务分担机

制[37];而婚姻与家庭层面的满意度,恰恰是个体总

体幸福感最重要的来源之一[36]。因此,研究生教育

对女性婚姻结果的正向作用,既来自物质层面的资

源缓冲,也来自精神层面的关系经营。据此提出:
假设4(H4):获得研究生学历对女性的婚姻结

果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202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这也是目前可获得的最新数据。该调查采

用多阶段分层概率抽样,覆盖全国绝大多数省份,具
有较强的全国代表性。为考察研究生教育的特殊

性,本研究将样本严格限制为最高学历达到正规高

等教育(专科、本科及以上)的女性。社会大众常将

女性研究生晚婚与初高中毕业农村女性早婚直接比

较,从而得出高学历导致晚婚的伪相关结论;本研究

刻意剔除高中及以下学历样本,构建一个较高同质

性的高等教育内部样本池,以专门考察研究生教育

这一高等教育高阶层次对女性婚姻的真实影响。仅

保留16岁以上女性样本、剔除关键变量缺失值或异

常值后,最终得到有效样本1997个。
本研究的核心自变量为是否获得研究生学历。

在因变量上,突破以往仅关注婚姻状态或时间的单

一维度,从婚姻发生、婚姻匹配与婚姻质量三个维度

构建因变量体系:是否结婚(虚拟变量)衡量是否面

临宏观层面的婚姻挤出;初婚年龄检验在校时间延

长是否必然转化为进入婚姻市场时间的推迟;配偶

工资(取自然对数,遵循明瑟方程做法)作为向上婚

配或优质同类婚配的最直接经济指标;生活幸福感

(1至5分量表)检验婚后个体效用。已有研究证

实,在生活各领域中,婚姻与家庭满意度对总体生活

幸福感的解释力最强[36];对于家庭观念浓厚的中国

社会,婚姻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显著正向作用亦得

到了本土数据的验证[43]。因此,在控制个体特征

后,生活幸福感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婚姻的

匹配质量。控制变量包括户口、民族、地区、父母受

教育程度。其中户口、民族、是否获得研究生学历为

虚拟变量,年龄为连续变量。表1列出了各变量的

赋值说明。
(三)模型选择

是否结婚为虚拟变量,采用Logit模型;初婚年

龄和配偶工资为连续变量,采用多元线性模型;生活

幸福感为有序变量,采用有序Logit模型。准确检

验研究生学历对婚姻的影响,关键在于克服自选择

偏差:获得研究生学历的女性本身可能具有某些特

质,使其在婚姻市场或婚姻生活中更易(或更难)获
得优质配偶与幸福。本研究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

(PSM)解决这一问题。该方法先以二元选择模型估

计倾向分数,再对是否获得研究生学历的个体进行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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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最后计算两组之间的平均处理效应(ATT)。
ATT=EY1i-Y0i|Di=1  

=EY1i|Di=1  -EY0i|Di=1  

其中Y1i 为个体获得研究生学历时的潜在结果,Y0i
为未获得研究生学历时的潜在结果;E(Y1i|Di=1)可
观测,E(Y0i|Di=1)不可观测,是反事实结果。

表1 模型变量赋值说明

指标 赋值说明

因变量

是否结婚 1=有过配偶,0=未有过配偶

初婚年龄 实际年龄

配偶工资 实际年收入的自然对数

生活幸福感 1=非常不幸福,2=比较不幸福,3=说不上幸福不幸福,4=比较幸福,5=非常幸福

自变量 研究生 1=研究生学历,0=非研究生学历(专科、本科学历)

控制变量

户口 1=城市户口,0=非城市户口

民族 1=少数民族,0=汉族

地区 以东部地区为基准,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三个虚拟变量

父母受教育程度 分别由父母的最高学历赋值

  注:父母受教育程度按受教育年限(0—19年)赋值。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表2给出了16岁以上受过高等教育女性样本

的描述性统计。样本共1997人,平均年龄36.8岁,
结婚率63.4%,少数民族比例7.8%,研究生学历占

比12.9%,初婚平均年龄25.04岁,配偶年工资自

然对数均值11.23,处于比较幸福水平。
表2 数据的描述性分析

变量 样本容量 均值 标准差

年龄 1968 36.800 13.217
民族 1997 0.078 0.268
户口 1979 0.592 0.492

父亲受教育程度 1996 9.413 4.679
母亲受教育程度 1994 8.232 4.721

研究生 1997 0.129 0.335
是否结婚 1996 0.634 0.482
初婚年龄 318 25.035 3.525
配偶工资 244 11.232 0.795

生活幸福感 1118 4.063 0.632

  表3是研究生学历与专科、本科学历样本核心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组间均值差异。从表3可以看

出,在未加入控制变量时,处理组(研究生)与控制组

(专科、本科生)的组间均值差异检验显示出强烈的

自选择特征:研究生组平均年龄显著低于专科、本科

组近4岁,这生动体现了近年来我国研究生大规模

扩招使得高学历处理组在整体上呈现出高度年轻化

的结构特征。在城乡属性上,研究生组拥有城市户

口的比例显著高于专科、本科组近12个百分点。更

值得关注的是原生家庭文化资本积累层面的差异,
女性研究生的父亲和母亲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高达

11.3年和10.4年,比控制组高出2年以上。这充

分表明,在同属高学历圈层的内部,研究生学历的跃

升依然高度依赖优质城市资源支撑与强烈的代际

传递[44]。
表3 研究生学历与专科、本科学历样本核心变量的

描述性统计与组间均值差异检验

变量
专科、本科生

均值

研究生

均值
均值差异

年龄 37.281 33.565 -3.717***

民族 0.078 0.074 -0.004

户口 0.577 0.696 0.119***

父亲受教育程度 9.133 11.307 2.175***

母亲受教育程度 7.917 10.371 2.455***

是否结婚 0.651 0.520 -0.131***

初婚年龄 25.010 26.333 1.324

配偶工资 11.225 11.630 0.405**

生活幸福感 4.059 4.088 0.029

  注:***p<0.01,**p<0.05,*p<0.1。

在婚姻缔结的时间与数量维度上,研究生组的

结婚比例显著低于专科、本科组,降幅达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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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初婚年龄上,两组却并未表现出统计学意义

上的显著差异。在婚姻缔结的质量维度上,研究生

组配偶的绝对工资水平在数值上呈现出明显优势,

绝对差值高达0.405,且差异处于5%显著性水平;
但两组在主观生活幸福感上的均值表现则几乎一

致,并无统计学差异。
表4 研究生学历对女性婚姻相关变量的回归分析

是否结婚 初婚年龄 配偶工资 生活幸福感

(1)
基准

回归

(2)
预测结

婚概率

(3)
基准

回归

(4)
预测初

婚年龄

(5)
基准

回归

(6)
预测配

偶工资

(7)
基准

回归

(8)
预测生活

幸福感

(幸福感≥4)
专科、本科 Base 89.2%*** Base 24.95*** Base 11.18*** Base 79.5%***

研究生 -0.50** 83.3%*** 1.22 26.17*** 0.32** 11.50*** 0.185 87.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N 1960 318 244 1098
Adj.R2

(PseudoR2) 0.218 0.040 0.157 0.046

组间边际差值 -5.9%** 1.22 0.32** 7.8%*

  注:***p<0.01,**p<0.05,*p<0.1。

  上述基于独立样本t检验的观测结果是本研究

分析的基础,但不能作为最终的推断依据。原因在

于,原始数据存在遗漏变量偏误与混淆效应。例如,
原始数据看似得出了“读研究生会显著降低结婚概

率”的结论。但结合协变量特征,研究生群体比控制

组平均年轻近4岁。这意味着,她们不结婚并非因

学历太高被婚姻市场排斥,更可能是因为还没到结

婚年龄。同样,她们优越的原生家庭背景,又会混淆

主观幸福感的真实基准线。因此,为了打破这种由

年龄结构和家庭背景差异造成的统计学假象,本研

究将采取层层推进的严谨计量策略。
本研究以女性是否结婚、初婚年龄、配偶工资

(取自然对数)以及生活幸福感为因变量,以女性是

否获得研究生学历为自变量,将年龄、户口、父母教

育等混淆特征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分别构建对应的

Logit、多元线性和有序Logit模型,对样本进行回

归分析,回归结果见表4。
在结婚概率方面,Logit回归结果显示,研究生

学历的回归系数为-0.50(p<0.05)。预测概率的

边际效应计算表明,在控制了所有协变量后,研究生

组的预测结婚概率为83.3%,专科、本科组为

89.2%,组间边际差值收窄至-5.9%。这表明在控

制可观测协变量的基准回归中,研究生女性结婚概

率仍显著低于专科、本科女性,这一负向效应在剥离

选择性偏差后依然成立,需进一步通过倾向得分匹

配法加以检验。
在初婚年龄方面,OLS回归结果显示,研究生

学历的系数为1.22,未达到传统统计显著水平,需

要说明的是,统计不显著并不意味着真实效应为零,
仅表示在当前样本量下,本研究不能拒绝“无差异”
的原假设。结合后文PSM分析的点估计来看,研
究生女性的初婚年龄延后的幅度有限,这一延后基

本可由教育对时间的物理占用解释,未发现学历本

身对婚姻进入构成系统性的额外阻碍。
在配偶工资方面,OLS回归显示研究生学历的

系数为0.32,在5%水平显著。与表3未控制变量

时的均值差0.405相比,加入年龄、户口、父母教育

等控制变量后,配偶工资差距约缩小21%,约五分

之一的原始优势,可由两组在年龄结构与原生家庭

背景上的可观测差异所解释。剩余0.32个对数单

位的工资差异,可视为研究生教育在控制家庭起点

后的纯净溢价,反映了同类婚配机制下教育资本向

婚姻市场议价能力的转化。
在确证了高学历女性获得显著的配偶经济溢价

后,本研究进一步利用OrderedLogit模型考察客

观物质层面的向上匹配是否切实转化为微观的主观

幸福感。模型7显示,研究生学历对女性幸福感整

体攀升的估计系数未能达到传统统计显著性水平
(p>0.1)。值得注意的是,当前中国获得高等教育

学历的已婚女性的自评幸福感处于较高水平(全样

本均值达4.063),为进一步考察跨越高幸福感门槛

的局部效应,本研究在Ologit之外,独立估计了以

幸福感≥4为因变量的二元Logit模型(即模型8),
基于此二元Logit模型的预测概率显示,即使是专

科、本科女性,其报告高幸福感(≥4分)的概率也达

到了79.5%。跨越研究生门槛使得这一概率在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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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础上进一步显著跃升至87.3%,提升幅度达

7.8%。这一结果表明,研究生教育对女性婚后福祉

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且这种促进体现在帮

助女性更可能跨越“较幸福”的门槛,而非整体分布

的均匀位移。后续PSM 的估计将沿用这一处理

方式。
尽管基准回归通过控制可观测协变量,初步剥

离了部分混淆效应,验证了“读研在婚姻市场上质量

溢价大于时间惩罚”的核心观点,但在计量经济学上

仍面临严峻的内生性挑战。为了消除样本自选择偏

差带来的内生性问题,本研究引入倾向得分匹配法,
以更加精确评估研究生学历对婚姻的纯粹净效应。

本研究以是否获得研究生学历为处理变量,选
择年龄、民族、地区、户口等个体前定变量为协变量,
同时将是否结婚、初婚年龄、配偶工资和生活幸福感
(是否达到高幸福感水平,即幸福感≥4分)分别作

为结果变量。考虑到本研究处理组(研究生)样本量

远小于控制组(专科、本科),本文采用1∶4近邻匹

配,最大化利用控制组信息,降低估计方差。表5列

出了通过Logit模型得到的倾向分数估计结果。
表5 倾向得分模型估计结果

研究生-是否结婚 研究生-初婚年龄 研究生-配偶工资 研究生-生活幸福感

年龄 0.048*** 0.055 0.062 0.052**

年龄平方 -0.002*** -0.001 -0.002 -0.001**

父亲受教育程度 0.095*** 0.108** 0.115** 0.092***

母亲受教育程度 0.068*** 0.055 0.065 0.065*

民族 -0.184 -0.152 -0.210 -0.192
户口 0.785*** 0.712 0.824 0.756***

地区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LR 卡方 185.42*** 31.45*** 24.62*** 112.58***

N 1960 302 232 1098

  注:***p<0.01,**p<0.05,*p<0.1;地区虚拟变量已包含在模型中,但为节省篇幅省略汇报;模型2和模型3因子样本量较小,统
计功效下降,部分变量未达到显著性水平,但系数方向与量级均与全样本模型保持一致。

  表5的四个模型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本

研究选择的协变量用来预测女性是否获得研究生学

历的倾向得分是有效的。在所有协变量中,家庭文

化资本展现出了最为强劲且稳健的驱动力。在四个

模型中,“父亲受教育程度”均在1%或5%的水平上

显著为正。这意味着父亲每多接受一年教育,女儿

在本科毕业后继续深造的概率将大幅提升。“母亲

受教育程度”在“研究生-是否结婚”模型及“研究

生—生活幸福感”模型中也显著为正。这一结果深

刻揭示了高等教育顶端的代际传递现象:研究生不

仅是个人智力的筛选,还会受到家庭背景的影响。
此外,城市资源禀赋同样起到了关键作用。在样本

量充足的“研究生-是否结婚”模型及“研究生-生

活幸福感”模型中,“城市户口”对读研概率具有极强

的正向促进作用,尽管在“研究生-初婚年龄”和“研
究生-配偶工资”的较小子样本模型中因统计效能

下降而未达显著,但其系数方向与量级(0.712,
0.824)依然保持高度一致,凸显了城乡二元结构对

顶尖人力资本获取的深远影响。
上述Logit估计结果表明女性攻读研究生并

非随机事件,而是存在强烈的自选择偏差。拥有

更优越家庭背景和城市户口的女性更容易成为研

究生。因此,本研究必须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将

这些前置的背景差异予以剥离,才能准确估算出

研究生学历对婚姻的纯粹净影响。为了保证匹配

结果的准确性,需要进行平衡性检验。表6是进

行倾向得分匹配后对女性获得研究生学历的政策

效应的评估结果。从平衡性检验来看,四个模型

匹配后所有变量的平均选择偏误均小于10%,配
对质量较好。

表6 政策效应评估结果

平均政策处理效应 平均选择偏误

研究生-是否结婚 -0.014 4.2
研究生-初婚年龄 1.05 6.4
研究生-配偶工资 0.265** 8.5

研究生-生活幸福感 0.063** 5.8

  注:**p<0.05。

从ATT的结果来看,“研究生-是否结婚”模
型和“研究生-初婚年龄”模型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其余两个模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即获得研究生学

历,对女性是否结婚及初婚年龄并没有显著影响,但
会显著影响女性的配偶工资以及生活幸福感。因

此,假设1、3、4获支持而假设2未获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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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是否结婚上,ATT估计结果为-0.014,且完

全不具备统计学显著性,在剥离选择性偏差与背景

异质性后,研究生学历对女性最终结婚概率并不存

在显著的因果性抑制。基准回归中观测到的-5.9
个百分点的边际差异,在PSM构造的可比样本中

显著收窄至-1.4个百分点且不再显著,提示该差

异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处理组与对照组在年龄结构、
家庭背景等可观测特征上的系统性差异,而非源自

研究生教育本身。“研究生-初婚年龄”模型的平均

政策处理效应为1.05年,未达到传统统计显著性水

平。这一点估计与基准OLS回归的1.22年方向一

致、量级相近,且均不显著,表明研究生教育对女性

初婚时间不存在系统性的额外推迟效应。1年左右

的初婚年龄延后大致可由教育对时间的物理占用解

释,并未形成超出学制本身的额外晚婚惩罚。“研究

生-配偶工资”的平均政策处理效应为0.265且正

向显著,说明研究生学历对配偶收入具有显著的正

向影响,且PSM处理后的点估计较基准回归略有

缩减,方向与显著性高度一致,说明该效应不依赖于

特定模型设定,具有较强稳健性。“研究生-生活幸

福感”模型的平均政策处理效应为0.063且显著为

正,即在剥离选择性偏差后,研究生女性达到高幸福

感(≥4)的概率比专科、本科女性高6.3个百分点。
该结果与基准Logit回归的边际效应方向一致、量
级高度接近,证实了研究生教育对女性婚后福祉具

有稳健的正向促进作用。为了验证倾向得分匹配模

型结果的稳定性,本研究继续采用半径匹配和核匹

配,得到的结果相类似。

五、结论和建议

(一)结论

本研究使用2023年CGSS数据,通过均值检

验、基准回归与倾向得分匹配模型,剖析了研究生教

育对女性婚姻缔结与结果的净效应,得到了如下

发现。
第一,在控制其他变量与自选择偏差后,相较于

未获得研究生学历的女性,研究生教育并不会显著

降低女性的结婚概率。这是由于女性的经济潜力在

婚姻市场中具有重要作用,人力资本投入提高了女

性的经济实力,从而为其进入婚姻市场带来更多机

遇。可见,研究生学历会阻碍女性进入婚姻其实是

被夸大的刻板印象,表明社会对高学历女性是否结

婚存在一定偏见。这一结论与既有强调女性经济潜

力在婚姻形成中作用日益增强的研究相呼应[12]。
人力资本投入提升了女性的经济实力与议价能力,
使其在婚姻市场中并不因高学历而被边缘化;所谓

研究生学历挤出婚姻,更多是一种舆论建构而非经

验事实。
第二,研究生学历女性的初婚时间并不会比专

科、本科学历女性显著更晚。这与既有研究强调高

等教育对所有人群初婚时间均有推迟效应[45]且对

女性的影响可能大于男性[46]有所不同;需要强调的

是,本研究的对照组是专科、本科女性,因此并不违

背既有结论。这表明女性婚姻推迟主要源于是否进

入高等教育这一门槛,而非高等教育内部的专科、本
科与研究生层级之别。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进入大

学已使女性整体错过传统早婚期,其平均初婚年龄

后移至24至25岁,在这一较晚的年龄基准线上继

续攻读研究生虽延长了在校时间,却未突破高学历

群体普遍认同的适婚年龄上限;另一种解释是,研究

生阶段相对集中、同质的社交环境降低了高学历女

性的择偶搜寻成本,部分抵消了在校时间的延长效

应。这一机制有待未来研究借助更细致的婚恋行为

数据加以检验。
第三,研究生学历女性的配偶工资显著更高、生

活幸福感也显著更高。从婚姻回报的角度看,这是

人力资本投资溢出效应的体现:研究生教育通过提

升女性的经济潜力,增强了其在婚姻市场上的优势,
这与国内外现有研究的观点相一致。从理论意义上

看,这一结果同时验证了同类匹配理论与人力资本

非市场回报机制:研究生学历通过教育层面的同质

匹配显著提升了配偶的经济禀赋,又通过沟通协商

能力改善了婚后关系经营情况,二者共同构成研究

生教育作用于女性婚姻结果的正向路径,从而把抽

象的人力资本投资落实为可观测的家庭收益与主观

福祉提升。
(二)建议

第一,应破除学历污名化,重塑对高知女性婚配

的客观认知。实证结果表明,女性研究生是婚姻市

场弱势群体的刻板印象并不成立。媒体与公共舆论

应停止渲染高知剩女的焦虑,引导社会认识高学历

女性较低的初始结婚率仅是学业挤占下的时间延

缓,而非永久不婚,并充分肯定女性追求更高层次教

育的正当性,为其营造更包容友好的舆论环境。与

此同时,高校、用人单位与家庭应协同传递研究生教

育有助于女性长远发展的正向信号,减少对女性学

业选择的隐性规训与年龄焦虑,使高知女性在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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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职业之间拥有更从容的选择空间。
第二,应坚定人力资本投资,消解学业与婚姻的

二元对立。读研不仅没有牺牲婚姻机会,反而有助

于筛选更优质的配偶。面对日益内卷的劳动力市场

与婚姻市场,女性及其家庭应摒弃读书多反而难嫁

的短视观念,将教育视为提升经济独立与思想独立

的重要途径,循此途径亦可通向更高质量、更高幸福

感的婚姻。
第三,应从公共政策层面缓解高学历女性面临

的婚育时间压力。研究生教育在客观上压缩了女性

的早期婚育窗口,建议通过推动生育成本社会化,帮
助高学历女性平衡学术职业发展与婚姻家庭构建,
避免将婚育推迟简单归因于个体选择,从而在低生

育率背景下释放女性高层次人力资本投资的正向社

会效益。
本研究存在以下不足。其一,本文主要依赖

CGSS截面数据,倾向得分匹配虽能在截面数据上

近似模拟随机实验,但难以像长面板数据那样刻画

个体在生命周期内的动态轨迹;其二,仍可能存在不

可观测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遗留问题;其三,受数据限

制,女性研究生样本本就较少,对初婚年龄、配偶工

资与生活幸福感的测度只能建立在已婚有效子样本

上,未来仍需采用更新、更大规模的数据加以验证。

注释:

①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https://www.mca.
gov.cn/n152/n166/c1662004999980009051/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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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GraduateEducationNegativelyImpactorPositivelyPromoteWomen’sMarriages?

LIFengliang,YANGYixing,LIBuyan
(SchoolofEducation,TsinghuaUniversity,Beijing100084,China)

Abstract:AsthescaleofChina’sgraduateeducationcontinuetogrow,thenumberandproportionoffemalegraduatestudents
haverisenmarkedlyoverthepastdecade,yetstereotypessuchas“higheducationhinderswomen’smarriage”remain
common.Usingthe2023ChineseGeneralSocialSurvey(CGSS)andpropensityscorematching,thisstudyexaminesthe
impactofagraduatedegreeonwomen’smarriage,ageatfirstmarriage,spouse’swage,andlifehappiness.Theresultsshow
thatagraduatedegreeneithersignificantlydelayswomen’sfirstmarriagenorsignificantlylowerstheirprobabilityofmarrying;
meanwhile,womenwithgraduatedegreeshavespouseswithsignificantlyhigherwagesandreportsignificantlyhigherpost-
marriagehappiness.Thesefindingsrefutetheprejudiceagainsthighlyeducatedwomeninthemarriagemarketandconfirmthat
women’shumancapitalinvestmentyieldsclearnon-monetaryreturns.Societyshouldofferwomenamorerelaxedandfriendly
environmentandencouragehigh-levelhumancapitalinvestment.
Keywords:graduateeducation;females;ageatfirstmarriage;spouses;lifehapp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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